音乐表演美学是音乐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体现为对音乐表演的理论研究。西方音乐表演理论研究大致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在音乐学研究领域中真正受到重视是在20世纪下半叶之后，获得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外学界对音乐表演的理论研究总体上体现着实证与分析相结合的特征，传统的历史研究逐渐与分析哲学、美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相结合，越来越体现出多样化的跨学科性质。国内有关音乐表演的理论研究主要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在近20年有着不断繁荣的趋势，一方面汲取着西方表演理论的思想精髓，另一方面也在大量的实践中对音乐表演艺术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中西方音乐表演理论研究既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思路和研究成果，也存在相互联系的复杂关系，本文试图在文献的基础上对中西方音乐表演理论研究进行一定的总结和评价①［1］，为国内音乐表演美学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国外主要研究评述
（一）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研究音乐表演
现代西方音乐表演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研究音乐表演，对其中涉及到的美学问题进行哲学思辨，突出表现在从对音乐表演的历史风格的研究,走向对音乐诠释问题的探讨，集中体现于对音乐表演的“真实性”问题的讨论。
弗雷德里克·多里安（Frederick Dorian）较早地在表演风格和诠释的历史联系中提出了“音乐通过诠释得以实现”［2］（p.23）的思想，认为诠释者是音乐作品和世界沟通的桥梁。多里安把音乐表演作为处于音乐创作和欣赏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阐明了音乐表演的中介性和二度创造性。更重要的是，多里安在诠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结合中提出了音乐诠释的真实性（authenticity）问题。多里安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音乐表演技法和表演风格进行了论述。无疑，这些表演技法和表演风格形成了我们今天认识音乐的重要途径。音乐的历史风格演绎问题实质就是音乐的诠释问题。多里安最后对诠释给出了这样的总结：“诠释是带给作品以生命的伟大力量，没有诠释，音乐将失去灵魂。”［2］（p.361）多里安不仅具有很强的风格历史意识，而且把表演诠释作为音乐意义的重要成分，给予人的创造性以突出的地位，暗示了其历史风格与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基本原理。
对表演的“真实性”问题的讨论，在早期音乐表演运动②［3］［4］（第182-183页）中体现得最为突出。约瑟夫·克尔曼（Joseph Kerman）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从文化批评的角度专题总结过20世纪西方音乐学发展历程中的“历史表演运动”［5］，提出了表演应该被看成一种批评的形式，对真实性的评价应该看能够达到更好的音乐诠释［4］（第170-171页）；尼古拉斯·肯昂（Nicholas Kenyon）编辑出版的《真实性与早期音乐专题论文集》，收录了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学界对有关音乐表演真实性问题的专题讨论［6］。西方学界对真实性问题的研究正是集中体现在对“历史表演运动”的看法上。作为一位“历史表演运动”的演奏家和批评家，理查德·塔鲁斯金（Richard Taruskin）的观点较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他认为任何表演都是一种行为（act），而不是一种文本（text），很少有历史的表演是真正历史的，那些所谓的历史的演奏大多数都具有创造痕迹；我们所听到的真正的历史表演风格都与现代品味惊人的一致；早期音乐运动只不过反映的是现代主义者对音乐声音概念的设想［7］（p.8）。他认为，在当代情景下，历史表演运动是“我们的时代和审美品味的一种真实的反映”［7］（p.9）。在有关诠释的问题上，塔鲁斯金指出，作曲家的意图是难以达到的，作曲家很可能根本没有演奏家们所想要确认的那些意图。可以说，塔鲁斯金的眼光完全在当代，而不是过去。他对“历史表演运动”进行了批判，而对传统又持有一种开放的看法，他把带有历史信息的表演实践看作一种对传统的继承，主张想象地对待过去。塔鲁斯金以历史批判的眼光，把“真实性”置于审美现代性之中，提出的“真实性”乃兴起于现代主义观念又存在于后现代当下语境中的一种对历史的再创造的观点具有历史和哲学的双重深度。
针对“真实性”问题，彼得·凯维（Peter Kivy）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专题研究，他提出了“真实性”的四层含义［8］：一是忠实于作曲家的表演意图；二是忠实于作曲家生活时代的表演实践；三是忠实于作曲家生活时代的表演音响；四是忠实于表演者个人原创性的、而非仿效的表演方式。凯维分别对作为意图的真实性、作为声音的真实性、作为实践的真实性和个人的真实性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凯维所称的这四层含义其实质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的真实性”（historical authenticity），即前面三层意义；另一个是指演奏者的真实。凯维从客观真实和主观真实两个方面对音乐诠释问题进行了解释，与多里安在“诠释”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凯维说：“愿望和意图总是在可以企及的可能性中做出的选择。……作曲家对于自己作品的表演愿望是有语境的（Contextual）。”［8］（pp.34-35）由此可见，意图本身具有时代局限性，作曲家的表演意图必然局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更重要的是，凯维认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重现历史的音响，就算实现了，也不可能重建过去音乐听众对声音的体验。他认为 “真实性”不能脱离音乐的审美判断（aesthetic-judgments），即品味判断（judgments of taste）［8］（p.45）。凯维从审美接受的角度置音乐表演的真实性于审美感觉的当代体验中，这与塔鲁斯金的“现代眼光”不谋而合。约翰·巴特（John Butt）继承了塔鲁斯金的现代语境和凯维的分析哲学思路，从现代与后现代文化批判的角度审视了历史表演运动［9］，认为历史表演运动是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从更宽泛的哲学、美学、文化和政治的角度认识“真实性”问题。
另外一位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历史表演实践问题的代表是彼得·沃尔斯（Peter Walls）。他在分析了诸多真实性问题的缺陷之后提出了用“想象”来调节带有历史信息（具有历史意识）的表演的观点，认为具有历史意识的表演需要的是一种在丰富的历史背景知识中解读乐谱的能力。他认为历史不应限制创造性，应该把带有历史信息的表演（historically-informed performance，HIP）称为受历史激发的表演（historically inspired performance）［10］（p.10），他认为正是历史意识形成和激发了想象。他最终提出了从三个方面建构理想的表演模式：一是能够得到证实的历史因素；二是乐器的演奏传统及技术信息；三是想象、灵感和演绎能力，一种对知识和技能学习的内在化能力。可以说，沃尔斯对历史演奏实践基本持否定态度，推崇具有想象力又继承演奏传统的时代演绎方式。此外，斯坦·戈多洛维奇（Stan Godlovitch）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现代条件下的一些新的表演形式，比如实验音乐和计算机音乐的表演本质问题，认为表演是一种与音乐行为、作品、声音和听众相联系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主张由表演环境的丰富性和环境成分之间的复杂关系（演奏者、声音、作品、听众）建立起来的表演模式［11］（p.4）。戈多洛维奇所思考的现代音乐表演是对传统音乐表演形式的突破，他具有现代意识的表演行为理论是对西方传统音乐表演问题的一种新的阐述，有利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表演问题的更为丰富的理解。
此外，莉迪娅·戈尔（Lydia Goehr）在《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音乐哲学论稿》［12］、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在《音乐作品与音乐表演：一种哲学探索》［13］中均以“作品”概念的历史变迁与表演阐释的关系为核心论及了音乐表演的历史与哲学问题。
（二）以分析的方法研究音乐表演
现代西方音乐表演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表现为以分析为研究方法，目的指向音乐表演,这种学术思路在西方音乐学研究领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以分析作为表演的基础，把表演视作一种深度分析，分析理论与表演实践相结合，把美学问题建立在音乐形态分析的基础上是西方音乐表演理论研究的又一突出特征。
在把分析理论与表演实践相联系的学者中，申克（Heinrich Schenker）算是较早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早在20世纪上半叶，申克就以钢琴演奏作为分析的例子，为音乐诠释者（表演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申克以分析为基础建构的有关演奏的表现力问题长期以来被学术界所忽视了。申克指出：“音乐中的动力犹如声部引导和衰减一样，是在结构水平上组织起来的”［14］（p.xv）申克的分析思想来自于他建基于和声功能（如三度、五度和八度关系）的原始结构（Ursatz）。这种结构表明了乐曲中音调的进行是有方向性的，而且结构本身是有等级层次的，申克论述了钢琴演奏技术中涉及到音乐表现的多个方面。比如，手的位置和运动是由句子的意义决定的，那么这个句子的意义自然就和他的分析理念联系在一起；对声音的控制不仅要把握旋律的方向，而且要注意和弦根音的线条，要注意把握那些需要强调的处于结构核心的音；音乐的动力性表现不仅体现在渐强渐弱的力度处理上，更重要的是从音乐情绪上去把握细节；对弹性节奏（rubato）的运用是在对乐曲的内在紧张度有清晰的把握基础上进行的。他说：“每一部艺术作品都只有一个真正的版本——属于它本身的，独特的那个版本。” ［14］（p.77）总的来讲，申克极为重视作品在艺术表现上的价值，这种价值以音乐的结构运动为根本，从而，表演存在优劣之分，这种优劣的区别就是看演奏者是否能够运用音乐结构分析来进行音乐表现。
作为钢琴家和理论家的爱德华·科恩（Edward T.Corn）认为，表演的主要功能就是说明分析家所阐明的结构关系。科恩说：“任何有效的诠释……都不仅表现着对某种理想的接近，而且象征着一种选择：到底作品中所暗示的什么样的关系应该得到强调，并清楚地表达出来呢？”［15］（p.34）科恩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表演者只有把诠释建立在严格的分析（强调奏鸣曲结构原则）的基础上，音乐作品中的结构关系才能在表演中清晰地表达出来。尤金·纳莫（Eugene Narmour）认为，表演者是一位合作创造者（cocreators），必须具备理论和分析能力，不仅要懂得怎样去诠释，而且要知道不同的诠释之间有何不同。……如果表演者不能很好地分析形式关系，那么就会出现许多与原作的意思大相径庭的诠释［16］（p.340；p.319）。威廉·罗斯坦（William Rothstein）认为，综合的分析为表演提供了一系列工具。好的分析主要体现为四种类型：基于主题和动机的分析、韵律分析（包括音乐诗律）、语句分析，以及类似于申克那样的声音引导的分析。同时，分析实施着一种直觉、体验和理性的综合。他把理性的分析与表演中生动活泼的体验合二为一。他说：“大量巧妙的被想象所变形的分析，能帮助激发音乐的魔力，要是缺少这种魔力，任何最伟大的音乐都将黯然失色、毫无光彩。”［17］（p.238）   乔尔·莱斯特(Joel Lester)认为，应该把表演作为分析过程的一部分。他强调了“理解”在分析与表演阐释中的作用，而“理解”正是对音乐结构形态（如主题构成）的把握。不管是分析，还是表演，都以结构的理解为基础，要实现多样化的阐释，必先确定结构的特征［18］（pp.197-214）。
在20世纪音乐分析领域，采用图表分析法对音乐作品的总体速度、力度、节奏、旋律形态进行分析，是当今国外分析学派经常采用的方法。这种分析能够很直观地展现音乐作品的轮廓特征。约翰·林克（John Rink）指出，分析是表演的一部分，表演者需要分析理论和分析方法，他从曲式划分、基本调性布局、整体速度形态、力度形态、旋律形态、主题发展、节奏类型等方面入手对具体作品进行了分析。更重要的是，他把分析与表演之间的关系分成两类：一种是先于表演或者可能为表演提供某些基本原则的分析，即规定性分析（prescriptive）；另一种是对表演本身的分析，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19］（p.37）。根据这一分类原则，在规定性分析中，较具有特色的理论当数迈尔（Leonard B. Meyer）的有关“期待与风格”的旋律分析和节奏分析［20］（第56-65页），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分析模式“间隙——填充”和“暗示——实现”不仅继承了申克分析中的重要思想，而且对申克分析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补充，形成了多等级层次性的中观与微观结构（分层结构）分析，同时还为音乐审美和认知服务，对演奏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迈尔把音乐分析和音乐表演紧密联系在一起，指出了分析对于音乐表演者应该如何去形成音乐的句法、过程、等级结构和关系具有重要意义［21］。
在表演的分析中，埃里克·克拉克（Eric Clarke）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对音乐表演的表现力进行了多方面的总结，认为对音乐结构的综合阐释是研究表演表现力的重要途径。他对演奏者罗宾·鲍姆（Robin Bowm）（RB）在同一天对同一首作品（肖邦前奏曲Op.28 No.4）的六次演奏从力度和速度两个维度进行了细节分析和比较（图表1、图表2仅呈现出其中两次演奏中右手部分的数据，上方P1和P2表示的是力度，下方两条线表示的是速度）［22］（pp.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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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显示了两次演奏的前半部分在力度和速度水平上具有较大的差异，表明了演奏者两次不同的艺术处理。比如在第十六小节和第十七小节旋律高潮的位置，P1和P2的力度和速度进行方式均不同，从而可以得出P1强调了表层的旋律结构（旋律最高点C）以及B-A-G的三音下行模式，产生了一种失望而认命的结局；而P2强调的是目标方向性的调性统一感，在最后三个和弦上产生了一种终止调性的归宿感。克拉克的这种表演分析图示直观地呈现了不同表演在音乐结构处理上的异同，清晰地展示了在听觉中容易被忽视的结构因素，是一种表演分析的有效手段，增进了我们对音乐表演的理解。
此外，在约翰·林克编辑的《表演实践：音乐阐释研究》中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音乐表演分析例子，如帕特里克·肖夫（Patrick Shove） 和布鲁诺·H·雷普（Bruno H. Repp）的《音乐运动与表演：理论与经验透视》［23］，等等，都体现出对音乐结构及音响形态的极大强调。
（三）运用科学和心理学的方法来揭示音乐表演中的表现性规律
运用科学（如音乐声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来揭示音乐表演中的表现性规律，是西方现代音乐表演研究的又一大重要领域。这些研究多运用图表分析、计算机统计数据分析、音乐程序分析等技术手段来进行表演参数测量，具有较强的科学实证性，其研究的焦点集中在音乐表演的表现性测量上。
卡尔·西肖尔（Carl E. Seashore）的研究在上个世纪具有开拓和引导意义，西肖尔以实验为基础，开启了对音乐的感觉经验和行为的研究。他通过对不同表演的录谱分析，研究了不同的演奏家诠释乐音以及乐句的显著相似性，从乐句法中，展现了演奏家的情感表现方式。同时，他用实验测量研究了广泛存在于声乐和器乐表演中的振动音现象，并认为是一种表现美感的方式［24］（第49页）。更重要的是，西肖尔较早地提出了音乐表演中的“偏离”原则是表现性的重要体现。他说：“这种音乐表现上的破格，正是因为作曲家创作中的美，往往要靠演奏家越离正规地、艺术性地变化去实现。”［24］（第56页）从而，他对“表现”下了这样的定义：“音乐中的情感表现存在于对规则的审美偏离中——这些规则来自纯粹的音调、绝对音高、韵衡的动力、节拍器时间及严格的节奏，等等因素。”［25］（p.9）西肖尔把演奏录谱作为描述演奏家“偏离”的美学原则的一种工具，科学地揭示了演奏家对音乐结构细节层次的诠释。
在西肖尔的影响下，西方学界出现了许多采用计算机模式进行细节分析，探究音乐表现性的心理原则的实验研究，形成了一股对表演规律的科学实证潮流——表演测量。其中，计时和动力性测量最多。托德（N. P. Todd）选取了巴赫的萨拉班德舞曲大提琴组曲BWV1009的20个商业录音作为分析材料，设计了一种计算机规则来研究音乐表演中的计时和动力［26］，成功地展现了演奏家在计时和动力表现方面的运动过程之动态，以及对计时和动力的表现方面的阐释观念，托德的研究表明了这样一个主要观点，即渐强渐弱的力度变化伴随着渐快渐慢的速度变化，速度和力度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越快越响，越慢越弱” ［27］。此外，克拉克（E. F. Clarke）［28］，温莎（W. L Windsor）［29］和雷普（B. H. Repp）［30］等都有类似的研究。其中，雷普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分别研究了24位著名钢琴家和一组毕业研究生演奏的舒曼《童年情景》中的钢琴小品《梦幻》的录音，发现演奏者对时间的表现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所有演奏家都围绕音乐句法结构组织音乐的时间形态——速度［31］［32］。雷普还对肖邦的练习曲E大调Op.10, no.3进行了计时和动力的测量，其中使用了一百多个商业录音，跨度68年，从1927—1995年，因子分析显示了主要的计时策略，如旋律结束时的渐慢，某些句子中的加速，开始强拍的增长［33］，等等。
安德斯·弗利伯格（Anders Friberg）和乔瓦尼·翁贝托·巴特（Giovanni Umberto Battel）进一步考察了雷普的实验，进行了有关IOI模式的总结。IOI模式是指，音调的标准时值是音调的物理开始（onset）和该音调结束（offset）之间的时间长短，即一个音调的声波持续时间（Dur1）。但是，在音乐表演中，音符的时值主要体现为一种内隐起始间隔（interonset interval）（IOI）的时间模式，即音调的物理时值的结束与下一个音调（Dur2）开始之间停顿的时值的总和（IOI1）（图标3表示的是IOI的定义，图表4表示的是一个作品片段的IOI分析）［34］。
图表3.                       图表4.

 
          


IOI偏离研究在演奏中的具体表现方式可以是拉长，也可以是缩短或延迟音符的出现，这与音乐句子的结构形态密切相关。从图表4中三位演奏家的IOI偏离度分析可以看出，表演的表现性正是来自于对音乐时值的偏离。显而易见，相似的线形描绘了音乐表现中的规律，而差异的部分则是演奏家个性的处理（各自不同的表现意图和对音乐结构的不同理解）。同时，时值的IOI偏离必然伴随着力度的变化。拉长的地方一般力度较重而缩短的地方力度较轻，通过时值与力度的相应变化则可以明确音乐表演中演奏者对结构重音的强调。托马森（M.T.Thomassen）的研究认为，有一种内在重音，通常出现在节拍重音、旋律转折的顶点，或者和声紧张度逐渐加强的位置，而IOI分析可以体现出音乐的内在紧张度变化［35］。
除了计时和动力方面的专题外，贾斯林（Patrik N. Juslin）对音乐表演表现力的总结也是值得一提的。贾斯林概括了表演表现力的五个方面（GERMS模式）［36］：1、生成的规则（Generative Rules），指表演者对音乐等级结构和句法的理解和表现，比如对受制于句法结构的弹性节奏（rubato）的处理，对乐句渐强渐弱的规律性表现模式。2、情感表现（Emotional Express），指表演者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和表现手法去实现情感的传达。3、随机变化性（Random Variability），指受人类认知限制所产生的内在计时变化和动力延迟现象，如IOI时值偏离。4、运动原理（Motion Principle），指与人类生物运动相关的音乐动力方面，以及反映与特定乐器相联系的身体解剖学特征。5、风格的意外（Stylistic Unexpectedness），指对表演风格传统的局部偏离，以突破人们接受习惯的表演方式引起的情感波澜和制造的紧张度。这五个方面各有其不同的侧重，概括了西方音乐会传统形式的表演中的基本规律和重要特征，形成了当代西方音乐表演美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另外，朗纳（JÖrg Langner）和基博（Werner Goebl）进行的表演中速度和响度表现的可视化研究是当前国际上对表演表现性进行测量的一种较前沿的方法。其研究首先是在特别的录音乐器（比如MIDI）上获取音响数据；其次通过使用重叠高斯（Gaussian）窗口进行平滑处理呈现出来。在计算机屏幕上，力度和速度在一个二维空间中被描绘。随着音乐的进行，一个点通过这个空间移动，并留下一个轨迹（也称为演奏蠕虫worm），图像阐明了速度模型与力度变化之间的关系（图表5、图表6）［37］。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音乐表演研究在国外呈现出极强的科学化趋势。这类研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西方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潮流，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文献，比如维莫（Gerhard Widmer）［38］、狄克逊（S. E. Dixon）［39］等的研究。
图表5.                       图表6.

 
         


此外，还有不少论文集涉及到音乐表演理论研究各个方面的问题，比如约翰·林克（John Rink） 编辑的《音乐表演——理解指南》［40］、尼古拉斯·库克（Nicholas Cook）编辑的《音乐、表演、意义：论文选》［41］，等等。其中，现代语境中的音乐表演研究是音乐表演理论不断发展的新领域。从西方传统的记谱音乐和音乐会传统，到现代录音技术迅速发展和多元化音乐表演风格盛行的今天，音乐表演的本质和意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类在新技术条件下对音乐表演进行的研究在国外音乐学界已经兴起，并出现了不少成果，比如罗伯特·菲利浦(Robert Philip) 的《早期录音与音乐风格：1900-1950年器乐表演中的品味变化》［42］、蒂莫西·戴（Timothy Day）的《录制音乐的一个世纪》［43］、达克（Mine Dogantan-Dack）编辑的《录制的音乐：哲学和批评的反映》［44］、阿曼达·贝利（Amanda Bayley）编辑的《录制的音乐：表演、文化与技术》［45］，等等。
二、国内相关研究评述
（一）研究特点和代表人物
笔者对近半个世纪特别是对近30年来发表的近300篇论文进行了统计（图表7），可以看出，国内音乐表演理论研究主要为综合研究；而在专题研究中，表演心理、表演创造性问题、版本比较、中国音乐表演美学和表演人才培养方面占有相对较多的数量。
首先，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探讨音乐表演艺术的总体规律的综合研究是国内表演研究的重要特色，突出表现为利用现代西方哲学美学的思想精髓解析音乐表演活动。其次，对音乐表演的各种心理原则的广泛探讨是国内表演研究的另一重要特征，体现了以心理描述和分析为主要方法的研究倾向。再次，对音乐表演的速度、节奏、情感等方面的表现性特征的多角度研究是国内对音乐表演本身进行比较和研究的重要方面。这方面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表演的测量研究，另一类是分析描述型研究。后一类研究在国内比较常见，而前一类研究在国外比较普及，但在国内较少。
图表7.

 

在综合研究中，罗小平较早地提出了音乐表演创造应该处理好历史与当代、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体验、想象、理解与领悟相结合，特别是在情感体验中，表演者应该“体会情感形态的程度、层次，个性特征以及变化、发展的逻辑”等主张，还提出了审美感受与技巧相结合，技巧要以表现作品内涵为目的，激情与控制相结合的辩证思想［46］。罗小平提出了一些在一般艺术原理的范畴中与音乐表演相联系的基本原则，在音乐表演研究中较早地体现了一定的理论性。王次炤也较早地论及了音乐表演的理论问题。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原理为理论基础，论及了音乐表演由“精神表现向物质表现转化的逻辑继续”，在“内在听觉与外在听觉的结合”中探讨了音乐审美活动；并立足于艺术家的艺术修养和生活体验提出了音乐表演的真实性和创造性、历史风格与时代风格、技巧与灵魂的统一问题。王次炤的论述是对音乐表演的本质进行定性的研究，同时在西方原样主义运动盛行的时期对表演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原样主义的演奏风格“恐怕更多的是在于学术而不是在于审美”［47］的观点，在真实性问题的理解上表现出塔鲁斯金的“现代眼光”和凯维的“审美体验”质素相结合的特点。
张前在国内音乐表演理论研究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他率先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了《音乐表演美学》课程，并对音乐表演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48］。他提出，“正确的作品解释是音乐表演创造的基础”，而“正确的作品解释”之要点在于“版本选择”、“音乐分析”、“内涵体验”和“风格把握”［49］。同时，他还提出表演作为二度创造的三个美学原则：真实性与创造性的统一、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统一、技巧与表现的统一［50］。他通过对现象学和释义学核心思想的分析，为理解音乐原作和音乐表演创造提供了理论支持［51］。此外，他还专题研究过音乐表演心理，结合一些表演艺术家的思想主张，从投情、想象和直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了投情是“超出个人生活局限的更为广阔和深邃的情感的体验”；而想象是“以对音乐作品的深刻研究和领会为基础的，这种研究和领会包含着与音乐作品、作曲家一切有关的方面”［52］。他把对表演心理的论述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要求全面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经验的综合。张前的观点较全面地抓住了作品阐释的几个重要方面，立足于作品标记和作曲家的意图，重视作品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主张从较高的艺术层面（内涵和风格）去理解音乐表演问题，形成了一种立足于音乐作品的多维立体的音乐表演美学观。
杨易禾是国内研究音乐表演理论的另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以自己对音乐表演的认识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53］。值得一提的是，他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表演体系为参照分析了音乐表演中的一系列心理原则，比如从作品形式到内容的“向作者靠拢”、“元素和贯串动作”；从内容到形式的“理解与体验”、“激发与抑制”，以及对舞台语言、时间的把握和角色的形体动作分析，还提出音乐表演可以运用斯氏体系的三原则：能动性和行动的原则、规定情境中热情真实的原则和意识地走向有机创作的原则［54］。他解析了结构主义、释义学、接受美学几个哲学流派的“文本”概念，提出利用“家族相似的同一性”来理解不同演奏家的演绎的观点［55］。另外，他结合中国文化和审美特点，分析了音乐表演艺术的“形与神”［56］、“虚与实”［57］、“气与韵”［58］及“意境”［59］等审美范畴。作为一位从事民族乐器演奏（二胡）的理论家，杨易禾能够不断探索把西方艺术理论与中国美学的结合运用于音乐表演实属难得，他从音乐“作品”的哲学定义论及到“表演心理技术”，试图建立一套系统的音乐表演美学理论，其中用中国美学范畴解读音乐表演的观点颇具有中国特色。
冯效刚也是国内把研究重心集中于音乐表演理论的重要学者之一。他用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论述了音乐的创造性问题，利用“间离”、“陌生化”原则，主张了一种倾向于理性的自我反省的创造性［60］。他从“理解”论及音乐诠释，指出“演奏者的理解是一种感悟，是一种从其内心通过作品与作曲家产生共鸣的过程”［61］。他以“潜意识中就会焕发出巨大的心理能量”的说法对音乐演奏活动的审美经验本质进行了论述。另外，他提出了情感是意识和无意识控制之下的情绪状态；体验是知觉和理解、理性与感性融合在一起而产生的一种对精神内涵的感受，具有生命性和高强度性［62］。他还主张把表演创造和审美接受过程中审美主体的种种心理活动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整体出发去揭示艺术家审美体验中的心理因素［63］。他根据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把人的演奏技能的形成归纳为一个不断“同化”和“自我调节”的“平衡”过程［64］。他的一系列研究重点都是试图运用一般心理学原理和一般艺术原理来解读音乐表演行为及认知过程，体现出较强的普通心理学性质。
（二）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
国内除了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对音乐表演的综合研究之外，在以下几个主要研究方向上涌现出了一批研究成果。
（1）有关音乐表演的创造性问题。肖天静根据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概括了演奏家的使命即“创造和再现”，指出了忠实于作品的含义在于对作品的全面研究和演奏家的个性创造的统一，即“创造中的再现”，在美学的高度上指出了这种统一是作品审美内涵和演奏家审美意识之间的一种“心灵溶解”［65］。胡自强利用阐释学的“视界融合”，论及了作品意义与表演者的体验的完美融合［66］。邵桂兰和王建高提出多义多解性是音乐家的意图或音乐作品的意义所在，与表演的正确性可以统一［67］，等等。这类研究一方面试图在哲学美学思想中建立音乐表演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则旨在提升音乐表演艺术的审美品格和认知水平。
（2）对音乐诠释问题的研究。刘洪首先分析了西方音乐历史环境下表演诠释的美学成因，阐述了从“作品”到“演奏”再到“诠释”的历史接受过程；其次，通过对记谱符号、技术表达、音响形态、创作立意等具体内容的表演诠释分析，提出了诠释对象包括表层符号性对象与深层意味性对象的观点，并分析了对象的内在关系和特征，得出表演诠释具有“复合性”的结论［68］。刘洪的研究具有较强的西方音乐表演研究思路，在音乐诠释问题的论述上体现了历史哲学与分析美学研究方法的综合。此外，甘露提出“适度诠释”即感性体验与理性表达［69］；忻雅芳论及了诠释多样性的合理性［70］；李贵武提出不存在绝对的忠实性再现，音乐创造受直觉的支配，直觉是一种潜在的理解［71］，等等。可以说，这些研究都紧紧地抓住了音乐表演艺术的主体性，已经把来自乐谱的“作品”概念转变成了人的创造性行为，从而力图探索其主体的能动过程。这与国外对 “真实性”问题的研究思路大体相近，基本观点也相似，讨论问题的语境主要依托西方传统记谱音乐的历史与实践。
（3）音乐表演心理研究。周海宏较早地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与钢琴演奏及教学实践经验相结合，通过理论描述、经验分析与实验（采用录像、计时等方法）相结合，对钢琴演奏心理操作技能中的“音乐信息读取”（特别是音乐特征提取层次）和“弹奏控制”（特别是演奏者的注意分配规律）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钢琴演奏操作系统的认知模型［72］。该研究是国内较早地采用实验心理学方法有目的地研究表演过程的成果。此外，程建平讨论了音乐演奏的内心时间、自我意识、心理意志的控制［73］，王朝刚讨论了潜意识与音乐表演技能、艺术灵感及自我意象的关系［74］。叶熙熙讨论了以记忆为基础、情感为中介，再辅以想象的演奏的“内心听觉”问题［75］。吕华珍利用德国勒温的生活空间和心理紧张系统的原理，对音乐表演中的紧张心理进行了动力学的分析，倡导了科学的研究方法［76］，等等。除了极少数之外，这类研究大多缺乏实验数据的支持，主要体现为描述性分析，虽然论及的表演心理问题颇多，但多零散和浅显，缺乏深入与细致。
（4）音乐表演测量方面。杨健的研究在国内音乐表演测量中具有代表性意义。他对音乐表演中的情感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提出了“多维情感空间”（凡是对情感表现造成微妙差异的技术手段都是情感空间的一维）的设想，利用“演奏蠕虫”和“布伦斯维克透镜”两种分析手段，对速度、力度、音色等演奏维度的数据分析，研究了演奏参数和情感表现之间的一些共性规律，指出音乐表情的本质，在于多种演奏参数呈系统化的联合偏离和回归［77］。他利用计算机可视化分析程序对音乐的历史录音进行了节奏、速度细节的IOI偏离度分析，揭示了音乐演奏风格的历史变化［78］。同时，他还对音乐表演的计算机可视化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对于音乐表演来说，“需要从对乐谱文本的分析拓展到针对音乐音响参数的分析”，“研究对象应逐渐聚焦深入到演奏音响本体的内部特征”［79］。他以肖邦《夜曲Op.27 No.2》为个案，研究了演奏中的速度弹性与节奏伸缩现象，指出音乐演奏速度和节奏在高端层次上是“具有重要结构和表情意义且与艺术构思紧密联系并持续变化的有机连贯体”［80］。杨健的研究具有国际前沿视野，并且在分析程序的设计上具有原创性，是对音乐表演中结构处理的一种科学反映实践，是国内目前有关音乐表演测量的经典研究范例。此外，文思隆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重点比较了不同的乐团（31位指挥家）对同一作品的处理速度与作曲家标记的差异，指出了表演中对速度的设计要点在于结构的布局并且以人的速度感受性规律为前提［81］。他有效地把音乐结构与音乐表演的表现性结合起来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5）音乐表演表现性分析。在分析描述类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杨力的研究。他以较为丰富的音乐例子解析了音乐表演中的速度节奏变化问题，以一种历史的眼光，论述了随着时代和风格的变化所发生的演奏速度和节奏的变化，并对处于不同结构部位的渐慢、渐快的速度特征进行了概括，最后对Rubato的不同艺术处理进行了分类举例说明［82］。杨燕迪以音乐表演评论的形式，从作品与诠释的角度探讨了贝多芬音乐的演奏速度问题［83］。周雪丰对演奏音响的力度形态进行了描述性分类，探讨了钢琴演奏风格问题［84］，等等。这类研究在国内还比较缺乏，因为这需要在对表现因素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
表演版本比较也是对表演表现力进行分析和描述的重要研究。魏廷格从整体速度及一些细节速度、力度及表现的处理上对六首肖邦夜曲的不同演奏进行了比较，提出细节处理应该与整体构思相联系的思想，并从不同的演奏版本中总结了不同学派的特征［85］。蒋存梅专题研究了莫扎特《第十钢琴奏鸣曲》（K330）的五个演奏版本，从音色、速度、力度和装饰音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了表演主体因自身知识修养和个性因素的不同而对其音响呈现的影响［86］。匡昉用图表总结法对贝多芬《热情奏鸣曲》奏鸣曲式各个部分的八个演奏版本进行了详细比较［87］，等等。这些研究都是以音响的审美感受和体验为基础所进行的描述性分析，从表演本身的角度进行了颇有价值的比较，对表演风格的共性和差异性解读对认识表演阐释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还有中国音乐本身的表演美学研究，如王佳的《古琴与钢琴——试析中国古典音乐表演美学思想》［88］；以及新技术条件下的音乐表演研究，如徐玺宝的《基于新媒体平台的音乐表演》［89］，等等。
三、总结与评价
在西方音乐理论界，音乐史最显著的特征是以作曲家和作品为核心建构起来的，这使得表演被隐退为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研究领域，而表演一般总是在音乐实践活动中被作为一种操作技能来训练。这种理论建构的特点使得表演并不被作为音乐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因此，长期以来国内外都缺乏把表演作为音乐学研究的重要部分这样的意识。直到20世纪下半叶或20世纪末，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国内外在学术发展道路上具有某些相同的理论倾向和许多共同的研究领域，同时，国内受西方音乐学学术研究方向的影响，在研究课题甚至观点上具有一些共识，比如对音乐表演创造性的理解；同时，两者也因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学术传统，在研究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国外的研究具有较强的专题性，系统性，受分析传统的影响，重视作品的形态特征和结构因素分析，重视实证研究和实验数据，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体现出科学化、数学化、可视化等研究趋势。国内缺乏深入的专题性研究和系统性，表现为综合归纳的特点，重视描述，缺乏细致的音乐本体形态和结构特征分析，在理论阐释中融入了一些中国美学的概念（如“意境”、“虚实”）。
（一）             在西方音乐表演传统中，音乐表演与作品和作曲家的联系极为密切，因此，围绕“作品”产生了“原作”概念，产生了“解读”和“阐释”，产生了“文本”与“行为”，“真实性”与 “创造性”的关系问题；同时，受早期音乐演奏运动的影响，在西方出现了音乐表演历史风格与时代需求之间的强烈碰撞，从而，在音乐表演实践的背景下，西方形成了对“真实性”问题的专题性探讨。毫无疑问，表演是一种创造性行为，科尔曼的一句经典的话可以作为该专题的总结，即“一种历史表演风格不可能是客观古文物研究的结果，而是独特而艰难地将古今融为一体，是当代创造性感觉对过去的一种利用”［4］（第177页）。这也反映了在表演者的角色问题上，西方学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即表演者既应该尊重作曲家的意图和乐谱的指示，又是一位创造者，应该融入自己时代的审美意识和阐释理想。从西方学界对“真实性”问题的一系列争论中可以看出，音乐是一种活的传统，通过“作品——表演——听众”所构建起来的当下环境（当代与历史的交融）与历史时代的演奏（过去的演奏状况）已经截然不同。正如斯克鲁顿所说：“就算作曲家现在还活着，他也不一定愿意还用以前的方式来演奏。真实性的表演本身并不能提供一种标准。”［90］（p.444）
在西方音乐会传统表演模式中催生的真实性问题在国内更多地表现为创造性问题。创造性问题的解读依然无法脱离“依据什么进行创造”的前提，因此，创造性问题其实质仍然是处理作品与表演的关系问题，“适度诠释”成为权宜之计。真实性和创造性的统一、历史风格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是国内学者的共识。值得指出的是，国外学界注重在西方音乐发展的历史实践中提出音乐的“真实性”问题，同时受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影响，理论中具有很强的思辨意识，历史与逻辑在表演实践和哲学思潮的双重影响下到达了统一；而国内学者则以现象学、释义学等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去解读“真实性”问题。这反映出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路，后者容易陷入理论套实践的误区，或者有为实践盖理论帽子的嫌疑，在不少研究中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的生硬拼接。
（二）             国外音乐学研究具有悠久的分析传统，且理论家通常也是演奏家，因此，在理论研究中不仅特别重视音乐形态与结构分析，而且重视音乐表演实践，不断形成了一种把分析和表演联系起来的研究趋势。音乐结构分析一直是西方音乐学术研究的突出特征，在表演研究中，出现了大量与音乐结构演绎相关的论文，并且特别重视微结构（microstructure）［91］及结构因素（比如旋律结构、节奏结构）分析［31］。国内虽然并不乏音乐结构分析，然而，却并不注重把结构分析与表演相联系，而且受学科专业分工和学术群体构成的限制，理论界的兴趣并不在表演实践，而表演艺术家也缺乏理论研究水平。
在西方音乐学学术研究领域，音乐结构分析对于音乐表演者如何形成音乐的句法、过程、等级结构和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而且这种分析主要以西方音乐的调性布局、和声演进、曲式发展等特有的规律性为基础，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分析方法，比如申克分析体系、迈尔分析模式。当然，分析理论本身只是一种方法，不同的分析只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音乐的规律，而不是全部。科尔曼对申克和科恩的分析进行了比较，指出申克把科恩的“分析是表演的指导”改成了“我的分析是唯一可能的演奏指南”，“没有所谓的诠释” ［4］。如果把分析理论作为一种演奏阐释的标准，那么分析理论本身是否可靠就存在问题。因而，任何分析对于表演来说都只是一种重要的参考。
国内的音乐结构分析更多地局限在作曲技术理论领域，旨在探索作曲家的技法运用，而不是探讨分析与表演应该如何联系，分析对表演会产生何种影响，表演能从分析中得到什么启发。国内音乐分析和表演分析是分离的，对音乐的分析很少考虑表演的问题，对音乐表演的分析主要体现在音乐演奏版本比较中，并主要表现为描述性分析甚至感受性分析，缺少直观的视觉呈现和必要的技术手段来揭示表演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杨健的研究采用了可与国际技术水平相媲美的程序设计手段对表演细节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开拓了国内对音乐表演进行计算机可视化研究的新领域，然而，这类表演研究在国内实属凤毛麟角，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三）    在音乐表演实证研究方面，国外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瑞典学者加布尔森（Alf Gabrielsson）在《千禧年的音乐表演研究》［92］中，对音乐表演实证研究的课题特别是表演测量方面的论文进行过综述，从他的统计表（截止1999年）中可以看出，表演测量在国外音乐表演研究中占有绝对优势，而表演测量中，计时和动力、音准及颤音方面的研究数量较多，其次是速度、结构方面的研究。
在表演心理研究方面，国外有大量以实验研究为主的研究成果。帕恩卡特（Richard Parncutt）和麦克弗森（Gray E. Mcpherson）编辑的《音乐表演的科学与心理学》可以说是集大成者［93］。西肖尔通过科学的实验对音乐表演的表现力问题的研究是音乐美学研究的一次历史性飞跃，一系列关于音乐美的科学实验使得美的价值能够被看到，可以被比较和说明，而不仅仅是感受。在西肖尔影响下，涌现出的大量研究个案使西方学界逐渐确立了研究表演者把握和阐释音乐结构的多样性和同一性的科学方法，这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音乐表演的表现力问题的理解。
国内的表演实证研究，特别是表演测量方面的研究极少。表演测量在国内还没有进入音乐学学术研究领域。音乐表演心理研究也相对不足（在成果质量和数量上），且缺乏实验支持。虽然国内外在这方面均涉及了一些相同的课题，比如音乐表演中的记忆、情感、紧张与焦虑等问题（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对这类心理学性质较强的文献作详细综述），但是在研究方法、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音乐表演心理研究属于交叉学科，需要不同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的结合。国外音乐表演心理研究依托其综合性大学的学术优势、研究机制（不同系科研究者合作）和实验条件，立足于音乐表演实践中的音响形态分析，通过直观呈现听觉中不易觉察的细微差异深化了表演风格问题的研究，兴起了一股音乐音响实验的可视化分析潮流。国内缺乏交叉学科研究的实际条件和科学化的研究方法，以及相应的实验程序设计，较少针对音乐表演的音响细节，而又过于关注理论问题，所以有关音乐表演心理的研究多是理论描述，而少实验测量。更重要的是，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大多过于简单和零碎，虽然讨论了有关表演心理的方方面面，但大多数都缺乏一定的学术性，要么缺乏实验数据支持，要么缺乏理论深度和细致程度，流于表面的一般性描述。但是，也需要指出的是，国外研究中似乎有些过分热衷于对表演的科学化实验，甚至出现了一些用数学公式对表演进行计算的研究［94］，在音乐心理学界还兴起了脑科学研究的国际潮流。然而，不管是可视化还是科学数据都只能呈现结果的状态，而无法分析其美感产生的原因，对音乐表演的表现力（美感）问题（美学问题）并不能做出全面的解释。音乐表演毕竟是一种活的有生命力的创造性行为，无法全凭数据去解读。
综上所述，国内外在音乐表演理论研究上体现出了许多不同的特征。目前，在国际上，音乐表演研究既不是一门学科，也不是一个专业，纯属一种学术需要和研究兴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音乐表演形式的丰富变化促使了音乐表演理论的不断发展。通过这种国内外视野的比较，国内音乐表演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应该得到如下的启示：
第一，应立足于音乐结构形态分析，特别是“音响形态”的细节分析，把分析与表演有机地联系起来，使音乐表演研究在作品阐释层面上有“根”可寻，并走向深入；第二，要更多地针对表演本身进行研究，借鉴国际音乐表演测量方法，进行表演的共性和差异性分析，揭示表演风格形成的原因；第三，重视音乐表演的历史实践，从表演实践的历史继承和时代发展的审美需求的变化中去认识表演诠释，注重理论来自于对实践规律进行提炼的研究思路，避免生搬硬套哲学美学原理；第四，重视跨学科研究方法和培育跨学科研究机制，加强不同学科学术群体之间的合作和资源共享，关注国际前沿研究成果，拓展表演分析方法，把理论分析和数据统计相结合；第五，积极思考现代技术条件和文化环境下音乐表演观念和风格的变化，不断突破对传统音乐表演形式认识的局限，把结构分析和文化、社会、心理等因素分析相结合，对音乐表演实践的当代形态进行新的诠释。第六，不断关注民族民间音乐表演问题，突破西方传统记谱音乐的表演方式，努力把各种研究方法运用于非西方音乐的分析和研究，建立音乐表演理论的分层结构，如对传统的音乐厅表演、广场音乐会表演、仪式音乐表演、流行音乐表演等不同形式的不同界定和不同专题的系统研究。
注释：
①本研究是以西方音乐传统背景下的音乐表演问题为预设的前提和参照进行的考察，因此，没有涉及有关世界民族音乐领域的音乐表演研究，其比较也是限于这个前提，对国内民族民间音乐表演以及中国传统音乐表演研究没有涉及。其次，本研究针对的是音乐表演美学理论问题，因此没有涉及大量有关表演实践和具体音乐作品的演奏及表演问题的研究，对国内这类研究可以见参考文献［1］中的详细综录。同时笔者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对文献进行了一定的取舍和评价，不当之处恳请同行批评指正。
②早期音乐表演（the performance of early music）是一种带有极强审美倾向的音乐表演实践活动，有时也称为原样主义音乐表演，或者历史表演运动，主要主张是使用仿古乐器，依照原版乐谱，按照这些作品产生时的原貌来进行演奏。演奏者必须要对当时的历史有深入的了解，对当时的乐器构造，演奏方法等方面有一定的研究。这种演奏方法开始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复兴，后来扩大到巴罗克、古典时期的作品。早期音乐复兴的第一阶段以巴赫音乐的演奏为代表，如弗里茨·克莱斯勒在1904年录制的巴赫著名的《G弦上的咏叹调》的录音；早期音乐复兴的第二阶段，严格说来，才标志着早期音乐演奏活动的真正开始。它的特点是推行仿古乐器，以及根据与当时演奏的音乐有关的文件和论文而来的演奏技巧和风格。在这方面的先锋（几乎是老前辈）就是阿诺德·多尔梅奇（Arnold Dolmetsch，1858—1940），多尔梅奇组织了用仿古乐器演奏的音乐会，并开始仿造许多形式的乐器。早期音乐的第三和第四阶段包括了大量杰出的表演者和团体，可见参考文献［3］。60年代之后，在英国、荷兰、德国等地兴起了大量实践历史表演的团体，如70年代英国莫罗的“音乐保存”乐团（Musica Reservata），大卫·门罗的伦敦早期音乐室内重奏团（Early Music Consort of London）；80年代的克里斯托弗·霍格伍德古乐学会乐队（Christopher Hogwood’s Academy of Ancient Music）等等，它们均以传播早期音乐为目的，见参考文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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